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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在本篇論文中︽筆者針對清末到日治初期竹塹地區客家文人家庭中的女性
成員所採行的婚姻形式進行定量分析〈1本文中使用的�文人之定義︽是以是
否受過儒學教育作為標準︽而非社經地位較高者〈另外︽除了前述這些文人的
家庭外︽與這些受過儒學教育的人有著直系親屬關係的家庭︽也含括在本文所
指涉的文人家庭範疇中︽以此來探討帝國教化對文人家庭生活的影響〈 
本文中所採用的統計資料︽主要來自於武雅士�Arthur Wolf等人的相關
研究︽我們針對與本文相關的統計資料進行重新分析︽所得的結果發現︽清末
到日治初期竹塹地區客家文人家庭的婚姻模式與家庭型態︽並不完全符合文獻
中所呈現的一般樣貌〈 
新的統計結果出現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現象〈過去的研究強調女性勞動力的
族群化現象︽是造成竹塹地區客家與福佬社群的婚姻模式呈現顯著差異的主
因〈新的統計結果原則上符合上述的結論︽但在加入社會階層的變項時︽文人
家庭與一般家庭的婚姻模式︽卻出現重要的歧異〈研究結果顯示︽在竹塹地區
的文人家庭中︽不論是客家或福佬︽女性的婚姻模式基本上都符合�菁英模
式︽而這種現象在全中國的文人家庭中都普遍存在﹀在非文人家庭中的女性︽
不論是客家或福佬︽女性的婚姻模式反倒是比較符合北臺灣模式〈這些結果似
乎並不符合過去對客家女性的想像︽很顯然的︽除了生產勞動力性別化與族群
性之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左右了文人家庭在婚姻模式與家庭型態上的
表現〈 
從相關文獻以及本文的定量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若以生產勞
動力性別化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客家女性到了臺灣︽仍然保有相當程度的客家
女性特色〈除此之外︽任何將客家女性視為高度同質的人群類別的說法︽都應
                                                
1本章使用的統計資料結果︽是本人在四溪計畫中的子計畫前兩年的成果〈這個成果仍然是一個
初步的結果︽還需要未來更進一步的研究〈 
 2 
該被小心的檢視︽尤其社會階層的差異︽更是需要被仔細考量的一個變項〈社
會階層的差異使得客家婦女的婚姻與家庭生活呈現了≒≒中國的�菁英模式
與本土的�臺灣模式≒≒兩種模式〈乍看之下︽這兩種模式的屬於�中國
與�臺灣的地理問題〈但實際上︽這兩者的差異在於其受�中國價值影響
的程度〈新的分析結果顯示︽那些曾通過科舉具有功名的客家文人家庭︽為了
能夠符合中國�菁英模式的標準︽有意識的抵制�臺灣化的趨勢︽這使得
竹塹地區客家文人家庭裡的女性︽與其他社會階層的客家女性︽在婚姻模式的
選擇上呈現了極大的不同︽前者趨向中國文人家庭中的女性模式︽後者則接近
�北臺灣地區模式〈 
除導論與結論以外︽本章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獻回顧︽主要探討
人口歷史學中針對清末到日治初期臺灣地區的婚姻與家庭所進行的相關研究︽
尤其是以武雅士為主的一系列著作︽這些研究是以日治時期北臺灣的戶籍資料
為主︽加上由日治時期的材料反推清朝時期最後幾十年的戶籍材料︽以定量描
述的方式︽歸納出所謂的�臺灣模式︽並進一步比較北中南的差異〈至今︽武
雅士等人的相關研究已經累積了五十年的研究成果︽他們所提出的理論也獲得
這個領域的研究者廣泛的認可︽儘管如此︽武雅士的理論架構並非毫無問題︽
本文將深入論證武雅士的理論架構︽無法用以評估殖民帝國在臺的經略︽尤其
是在臺所設置政治與教育領域的官僚與次官僚系統︽對清末到日治初期在臺灣
的中國移民社群的婚姻與家庭的影響〈正文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定量分析結
果︽主要比較不同研究中所呈現的統計結果︽並就其所提供的資料重新進行定
量分析︽為了更細緻地描述文人家庭中女性的婚姻模式︽本文中限定了一些可
能影響婚姻模式的變項︽以便精確的找出究竟婚姻模式的差異是受到何種因素
的影響〈 
 
文獻回顧  
相關文獻對清末到日治初期臺灣地區的婚姻與家庭有著系統且全面的描
述〈根據這些描述來看︽臺灣的婚姻模式�marriage pattern所呈現的地區性差
異︽是屬於制度性的差異︽並且符合中國移民在臺的殖民與本土化的歷史所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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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地區性差異〈更明確的說︽臺灣的婚姻制度�marriage institution︽是中國
移民對臺殖民與本土化的歷史後果〈武雅士等人從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中︽統
計清末與日治初期中國移民所採行的婚姻形式︽以大婚︾小婚以及入贅婚等三
種婚姻形式�marriage form所占的比例︽來描述地區內部與地區之間婚姻模
式的差異︽以及所反映的地區性與非地區性的婚姻制度的特徵〈根據他們的研
究︽在臺灣的中國移民所採行的婚姻制度︽有一部分是延續移民在中國大陸時
的婚姻與家庭傳統︽另一部分則是在臺灣的中國移民社群中所形成的︽反映的
是其獨特的殖民經驗〈因此︽在臺灣的中國移民社群所採行的婚姻制度︽與中
國移民對臺殖民和本土化的歷史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歸納出兩種因果關係︽
即「移轉的因果關係與本土的因果關係〈 
移轉的因果關係︽指這類婚姻制度的特徵是中國移民將他們在大陸的婚
姻與家庭傳統移植到在臺灣的中國移民社群中︽這些特徵包括「�1族群性「
客家與福佬社群婚姻模式所呈現的差異︽具有族群�ethnicity差異的特點﹀
�2菁英模式「在臺灣的中國移民社群對大婚形式的偏愛程度有別︽與中國的
菁英模式�elite model 對移民家庭的禮法倫常的影響程度不同有關〈本土的
因果關係︽指婚姻制度的特徵是在臺灣的中國移民社群中形成的︽這些特徵因
臺灣北部與中南部地區移民歷史的差異︽而有顯著的地區化傾向︽包括「�1
混合性「中南部地區的婚姻制度受平埔族影響︽出現族群文化混合
�hybridity的特徵﹀�2熱絡的婚姻市場「北部地區的婚姻制度受�熱絡的
婚姻市場�hot marriage market的影響︽婚姻模式呈現對小婚形式的明顯偏
愛〈 
相關文獻除了對婚姻模式所呈現的制度性特徵有詳細的討論外︽對於地區
內部不同地點或不同社會階層的婚姻模式所呈現的差異︽卻有不同的理解〈武
雅士等人將地區內部現的婚姻模式差異訴諸於家庭的都市化�urbanization程
度與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對婚姻選擇的影響〈換句話說︽這兩個變
項與中國移民在臺灣的殖民經驗無關〈在以下的討論中︽為了描述方便︽我將
此兩個變項稱為�次級變項︽其對婚姻模式的影響以�次級因果關係來描
述〈 
綜上所述︽相關文獻為清末到日治初期在臺灣的中國移民社群︽勾畫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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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與其自身的殖民歷史息息相關的婚姻與家庭圖像︽其中武雅士等人的研究所
採用的定量描述︽更在方法論上為其他相關研究塑立了新的典範〈然而︽在臺
灣的中國移民社群其歷史經驗不可避免地受制於殖民帝國對臺的經營與治理︽
但是在武雅士等人所勾畫的婚姻與家庭圖畫中︽清朝政府對臺經略所呈現的地
區性差異︽卻沒有在他們所架構的地區性婚姻制度中受到討論〈儘管如此︽我
認為在武雅士等人所提的理論架構下︽透過父母權威在婚姻選擇中所能發揮的
影響力︽是可以用來評估清朝政府在臺的經略對婚姻制度與實踐的影響︽而我
們所必須要加入考量的因素︽除了在社群層次上支持父母權威的父系制度︽還
包括在政治與教育領域的官僚與次官僚系統〈  
在接下來的文獻回顧中︽我將針對兩組主要的因果關係︽以及次級因果關
係中的兩個變項︽分別做詳細的討論︽並論證清朝政府在臺經略對婚姻制度與
實踐的影響︽這樣的討論對理解清末到日治初期在臺灣的中國移民社群的婚姻
與家庭是必要且迫切〈在文獻回顧的最後︽我將提出一個具體研究面向︽用以
補足上述圖像中所缺的一角〈 
 
1︾移轉因果關係�Transferred Causalities  
這組因果關係的特點是「不論是客家與福佬之間的族群性差異︽還是中國
的菁英模式對移民家庭的禮法倫常的強制性︽都是在中國大陸就已經出現的制
度性特徵︽這些特徵隨著中國移民被移植到臺灣來︽影響著移民家庭對婚姻形
式的選擇〈因此︽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特徵在中國移民社群中的呈現︽必然是
對臺灣的特殊社會與歷史條件下的適應結果〈 
首先︽武雅士針對竹塹地區竹北農村的客家與福佬社群的婚姻模式所做的
比較分析︽可說是一個探討�族群性對婚姻模式的影響的經典研究 �Wolf 
1995〈在他的描述中︽從中國大陸轉移到臺灣的族群特性是控制變項︽客家與
福佬社群在臺灣的婚姻實踐是前者的從屬變項〈根據武雅士的說法︽在竹塹地
區的客家人︽多是從廣東北部移入︽其勞動力性別化的現象︽與同樣居住在竹
塹地區︽卻是從福建南部移入的福佬人不同〈兩者的差異在於「客家婦女和福
佬婦女比較起來︽可以負擔更多更廣的家戶勞動〈這個差異也同樣出現在廣東
北部的客家人與福建南部的福佬人的比較中〈武雅士從竹塹地區客家與福佬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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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婚姻模式比較中︽進一步觀察到客家族群與他們的福佬鄰居比較起來︽入
贅的比例相對地低許多�1995: 53〈武雅士的解釋是「由於客家婦女可以做更
多與客家男性相同的勞動︽因此︽對客家家庭而言︽比較不需要為了確保家庭
中有足夠的男性勞動力︽就去定一個入贅婚的契約〈 
然而︽若是考慮族群性的差異在臺灣的特殊歷史條件產生了調整與改變︽
那麼所衍伸的問題便會是「為什麼在同一地點的中國移民社群中︽婚姻模式會
具體呈現客家與福佬的族群性差異」事實上︽在當時的地方文獻中︽中國移民
的族群性是被刻意忽略的︽只有在中國移民和平埔族︾原住民族之間︽才存在
一般意義下的族群差異〈經常被忽略的是︽清末到日治初期這段期間︽在臺灣
的中國移民中︽人群分類的方式是︽以祖先籍貫做為共同的象徵資源︽例如漳
州︾泉州︽或者是粵籍︾閩籍等︽這種自成一格的�錯誤界線�fault line甚
至造成不同群體之間的對立︽械鬥情況時有所聞〈在行政官僚體系中︽粵閩的
省籍區分更取代客家與福佬的族群區分︽這樣的區分到底是模糊客家與福佬的
族群界限︽還是強化兩者的族群界限呢」 
第二︽在武雅士等人所描述的婚姻圖像中︽大婚的實踐被視為是中國的
�菁英模式在臺灣的婚姻模式與家庭禮法中的具體呈現〈在中國大陸︽塑造
婚姻與家庭的正統模式是統治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就有形的控制�physical 
control而言︽家庭不只是最小的控制單位︽同時也是一個合作競爭的場域︽
國家只要通過一些努力就可以將家庭轉化成最有利於統治目標的形式〈2  
儘管在武雅士等人的研究中︽並沒有針對�菁英模式的具體內容做完整
的描述︽但根據相關文獻的整理︽我們可歸納出家庭與婚姻的�菁英模式︽至
少必須具備以下三個主要內容「一︾採行大婚婚禮︽並且在父系與姻親之間要
有相對應的�禮物交換﹀二︾以朱熹的�家禮做為家庭禮法的道德規範﹀
三︾孝親與祭祀並須符合父系制度的規範 �Wolf 1975: 90, 93, 107, 109-110; 
Wolf 1970〈換句話說︽菁英模式對家庭禮法與婚姻模式的影響︽不只表現在
                                                
2此一家庭與婚姻的正統模式︽在文獻中有不同的名稱︽Maurice Freedman稱之為�基礎模式 
(basic structure)(1967a: 6; 1970:179)︽武雅士則將其喻指為�菁英模式 (elite model)(1975: 90, 
93, 107, 109-110; Wolf 1970)〈我在以下的討論中︽一律採用武雅士的用法︽因為�菁英模式
這個說法相較之下比較能夠凸顯這個模式是根基於所謂的�大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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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儀禮︾奉養父母與祭祀繼承等有形的行為實踐上︽更是透過孝道與禮法等
道德規範對行為產生強制效應〈 
在相關的文獻中︽中國移民社群的婚姻模式與家庭禮法︽在某種程度上︽
都是菁英模式的一種變體︽換句話說︽沒有任何一個地區或階層被認為是完整
的複製菁英模式〈儘管在不同地區︾不同社群所呈現的婚姻模式中︽大婚的比
例有高有低︽一般而言︽仍是多數︽尤其在中南部地區︽採行大婚比例更高達
七成以上〈大婚在統計上的優勢︽通常被視為是中國移民社群菁英模式的具體
實現〈但在武雅士等人的研究中︽指出臺灣中南部的婚姻形式是菁英模式本土
化的後果︽即使是人們採行大婚︽大婚背後的意義也不見得就是附屬於菁英模
式〈換句話說︽如果按照大婚與菁英模式之間的關係來推論︽中南部的中國移
民應該比北部的中國移民更�中國︽至少表面上他們的婚姻模式�特別是大
婚更符合菁英模式的期待〈然而︽稍後在關於婚姻制度地區化的討論中︽我
們將會發現上述的推論是錯的〈其所反應的問題是「在臺灣的婚姻模式中︽並
不是所有採行大婚的決定︽都是在體現菁英模式的家庭禮法與婚姻規範〈 
儘管在臺灣出現的菁英模式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在實踐上︽要確保菁英模
式的執行︽還必須倚賴許多不同的要素〈筆者以為武雅士等人對於中南部臺灣
的研究提醒了我們︽如何看待菁英模式對在臺灣的中國移民的家庭禮法與婚姻
制度的影響︽是一個十分迫切的理論與方法論的問題〈可以進一步推論的是︽
用以控制文人的官僚系統︽是確保菁英模式能被適當執行的諸多要素中最重要
的一項〈至少在意識形態的層次上︽菁英模式與文人階層是一個特殊的結合
體︽整個帝國的文人都讀相同的經典︾參加相同的考試︽更努力活出相同的標
準〈在下一個章節的�定量分析結果的討論中︽我將進一步證明「在地方社
會中︽文人階層是有意識的體現菁英模式﹀體現菁英模式的婚姻制度與家庭禮
法︽使得文人階層的婚姻模式能夠獨立於本土化的影響︽與在臺灣的其他中國
移民有明顯的差異〈  
 
 
2︾本土的因果關係�Indigenous Causalities  
在相關文獻中︽臺灣中南部與北部地區的婚姻模式所呈現的差異︽被認為
 7 
是制度性的差異︽反映中國移民社群殖民經驗的地區化傾向〈必須事先說明的
是︽在武雅士等人的研究中︽對於在兩個主要婚姻地區內部所呈現的差異︽是
否用�次地區來描述︽並沒有明確的一致性〈在討論臺灣北部地區時︽地區
的內部差異並未被視為是�次地區之間的差異︽而是將地區內的不同婚姻形
式所占的比例差異歸究於受社經地位與都市化程度的影響〈然而︽在其所提供
的統計資料中︽臺灣中部地區與南部地區就被視為是兩個�次地區︽各有其獨
特的婚姻模式〈 
由於中部次地區各種婚姻形式的比例︽都是介於南部和北部之間﹀因此︽
中部次地區的婚姻模式被視為是南部地區與北部地區婚姻模式的�過渡〈例
如「小婚在北部地區最為顯著︽大婚在南部地區最為顯著︽中部地區的小婚比
例較北部地區稍低︽又比南部地區稍高﹀大婚比例比南部地區稍低︽又比北部
地區稍高〈不過︽因為中部次地區的婚姻模式被視為只是兩種主要婚姻模式的
�過渡︽雖然在呈現統計資料時會加以區分中部與南部兩個次地區︽但在討論
地區性差異時︽卻忽略次地區的差異︽只針對地區差異來加以闡述〈 
以下將針對兩個主要婚姻地區來闡述本土因果關係的運作〈 
第一個地區是臺灣本島的中南部地區︽根據武雅士等人的說法︽中南部地
區受到平埔族的影響︽婚姻模式體現�混合性�hybridity的特徵︽這是由於
平埔家戶中平等的性別文化︽緩和了中國家戶內的父系階層�莊英章︾武雅士 
1995:790〈儘管臺灣中南部有著混合性的特色︽但其婚姻形式與中國移民社會
表現出來的大婚優勢卻是一致的〈換句話說︽在這種混合情況下所採行的大婚
雖可算是菁英模式的一個變體︽但與臺灣北部地區不同的是︽中南部地區的其
他婚姻形式�如小婚與入贅婚並不具備菁英模式的其他特徵〈稍後將會進一
步論證北部地區所採行的小婚可視為是菁英模式的一種極端的變體︽在中南部
地區出現的小婚︽並不具備此一結構意涵〈 
相關文獻中對�混合性的歷史只有簡短的討論︽但卻非常強調其重要
性〈總的來說︽臺灣本島的中南部地區很早就有中國移民的聚落〈早在十七世
紀初期︽臺灣中南部地區就已經有大量的移民定居在此〈1624 年荷蘭人開始從
福建南部招募中國移民前往臺灣西南海岸的�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一帶
定居〈20 年後︽1644 年滿人率領大軍進入北京開始了清朝在中國的統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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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在福建南部沿海的鄭氏家族︽挾其強大的政治與軍事武力︽持續與清王朝
對抗長達二十年之久〈1662 年︽鄭氏家族在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轉弱︽於是帶
著政治與軍事武力越過臺灣海峽︽打敗荷蘭軍隊︽占領臺灣︽並將熱蘭遮城改
名為安平城〈又過了 20 年︽1683 年清朝海軍進逼安平港︽迫使鄭氏家族在有
條件的情況下放棄在臺灣的統治權︽1684 年清朝政府開始在臺灣中南部平原一
帶進行基礎建設︽將安平也改名為臺灣府︽用以治理臺灣中南部地區〈 
以上關於臺灣中南部歷史的簡短描述可以歸納出幾個重點〈第一︽十七世
紀起︽中國移民開始大量移入臺灣︽但臺灣卻一直到十七世紀末才為清朝所統
治〈第二︽如同莊英章與武雅士的精采描述︽這個時期的中國移民主要是一些
�荷蘭人招募來的農工︽鄭氏王朝的士兵︽再加上一些土匪︾流氓和海盜
�1995: 790〈第三︽由於在這些中國移民當中女性非常少︽絕大部分的中國男
性移民只好與居住在南部平原上的平埔部落的女性結婚�1995: 790〈第四︽許
多在中南部平原一帶的社群原本都是平埔族︽即使在接受中國語言和許多其他
外在的中國習俗︽甚至是�成為中國人以後︽家庭生活的許多方面仍舊可見
平埔文化的特點〈 
總的來說︽武雅士等人認為臺灣中南部的中國移民聚落︽在清朝正式統治
臺灣之前︽就已經在帝國邊緣的特殊政治環境下存在了 60年之久︽他們強調平
埔族文化對中國移民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儘管武雅士等人基本上同意在臺灣
本島的中南部地區︽身分認同是流動的︽但他們似乎並不怎麼同意 Melissa J. 
Brown 所主張的�成為中國人是中南部地區所共享的價值 �Brown 1996: 
68〈從莊英章與武雅士�1995對�中國移民描述︽以及他們認為�混合
性是持續存在的地區婚姻制度的特徵來看︽莊英章與武雅士似乎暗示有一種
弱勢力量在抵抗�成為中國人的趨勢︽他們甚至以此來解釋為什麼臺灣中南
部地區不喜歡小婚︽理由是「�小婚實在是太中國了︽無法在南部這個充滿由雜
婚所創造出來的平權的氛圍的地區盛行�1995: 790-791〈 
第二個地區是臺灣的北部地區︽這個地區呈現的婚姻模式是中國移民社群
對北部地區�熱絡的婚姻市場�hot marriage market的具體回應〈莊英章與
武雅士認為臺灣北部地區是中國移民受到中國文化影響較強的地區︽小婚仍可
以算作大婚形式的變體︽用來配合北臺灣特殊的狀況〈臺灣中南部地區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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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社群︽通過與平埔族文化的接觸所產生的平權效應︽來抑制菁英模式的影
響﹀臺灣北部地區的中國移民社群在面對熱絡的婚姻市場時︽卻是訴諸於小婚
來解決女性不足的問題〈根據武雅士等人的說法︽小婚的婚姻形式體現了一種
極端的菁英模式的變體︽一方面保留了中國菁英模式中強而有力的父母權威︽
另一方面又用商品交換的特徵取代菁英模式中的指定婚配與家庭禮法〈因此︽
和中南部地區所呈現的平埔與中國模式的混合性不同︽莊英章與武雅士理所當
然地將臺灣北部所盛行的小婚解釋為�只可能源自於依賴父系制度的漢人社會
�1995: 793〈 
儘管沒有直接說明︽武雅士等人實際上將�熱絡的婚姻市場視為是臺灣
北部地區特殊殖民歷史的結果〈以下我們可以從中國移民在臺灣北部地區殖民
歷史的幾個特點更清楚的來分析「首先︽中國移民大規模移民臺灣是在 1684年
後開始〈第二︽臺灣的移民歷史是在海峽兩岸的貿易與移民高度制度化與高度
連結的脈絡下展開〈第三︽與留在中國大陸的旁系親屬保持共同的系譜記錄與
儀式識別︽在移民臺灣之後仍延續著︽但是這種現象只集中出現在臺灣北部與
澎湖離島地區〈第四︽中國移民開始大規模定居臺灣北部的時期︽國家體制也
逐漸在北臺灣各地施行官僚與次官僚制度︽因此︽土地開墾的組織�墾首制
不但具備商業投資的特徵︽國家體制更直接參與其中〈第五︽清朝統治臺灣的
最後幾十年︽本島許多港口被迫開放︽直接對外貿易〈表面上︽這使得臺灣人
在政治上更加附屬於清朝政府︽然而︽實際情況是︽當資本與機會來臨時︽臺
灣從世界體系中獲益良多〈以上這些特點︽在莊英章和武雅士的討論中︽系譜
與地方官僚�及次官僚體系和父系制度密不可分︽而兩岸貿易︾土地開墾以
及對外貿易都與婚姻的商品化息息相關〈 
儘管相關文獻對於上述的歷史細節著墨不多︽卻特別強調臺灣北部地區︽
尤其是臺北盆地︽被納入全球商品貿易體系的歷史〈在這個因女性極度缺乏而
被過度扭曲的婚姻市場中︽女孩的結婚年齡不斷下降︽最後連初生女嬰都可能
被納入〈根據武雅士等人的說法︽在熱絡的婚姻市場中︽女孩是以童養媳的身
分住到未來的夫家︽由夫家扶養長大︽因此︽假如一個家庭有比較多的女孩
時︽小婚的比例就會增加〈換句話說︽收養或出養是根據家庭組成與婚姻市場
情況的充分算計後做出的決定︽通常有以下三種情況「首先︽收養一個女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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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是可以增加生兒子的機率︽已婚婦女如果沒有生兒子︽通常會收養一個女
兒︽期望能夠她能為家庭�招來弟弟〈人們並不認為是成人生產小孩︽而是
小孩生產小孩〈其次︽如果女孩在出生之前︽這個家庭就已經有其他的小孩︽
那麼這個女孩被出養的機會就遠大於出生在沒有其他小孩的家庭中的女孩〈最
後︽當某些家庭組成的特徵結合在一起時︽將會使女孩被出養的可能性更是大
幅提高〈這些特徵包括「在她出生之前有沒有兄弟︾母親在婚姻中的地位︾母
親的婚姻形式︾父親在兄弟當中的位置︾女孩出生之時母親的年紀等等︽在這
些情況底下︽收養或出養顯然是不可避免的 �Wolf 1975: 95-97〈 
另一方面︽當代的相關研究進一步主張小婚是以商品關係取代了菁英模式
的家庭禮法中所強調的姻親關係〈當代的學者對於被小婚所支配的女性生命史
與家庭動態有一些詳盡的描述︽在這些描述中︽小婚總是被描述成是對女性的
一種�異化︽是清朝統治末期在臺灣北部出現的特殊現象〈Margery Wolf 
�1973在勾畫�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y時︽審視了這一對從小在一起長
大卻必須像夫妻一樣生活的年輕男女︽為了適應眼前的現實所付出的情緒代
價〈首先︽被收養的童養媳會開始不信任甚至是憎惡那個生她卻又拋棄她的母
親﹀接著︽她學會順從未來的婆婆︽也會和她越來越親密︽儘管婆婆可能三不
五時地虐待她﹀和未來丈夫一起長大的結果︽是未來的丈夫對她而言不再有異
性的吸引力︽她甚至非常不情願與丈夫發生性關係﹀於是︽她開始有意識的培
養兒子︽做為她最重要的情感支柱︽當她也為兒子找了一個童養媳時︽對兒子
的支配情感也在其中﹀最後︽當她考量家庭的財務與勞動力的情況︽為了讓家
庭成員的組成能夠比較符合理想的狀態︽她發現她竟然能夠如此堅決地親手把
自己的女兒推進那個她所經歷的漩窩中〈 
以上是針對�熱絡的婚姻市場以及�家庭成員的組成對北臺灣女性生命
史的影響所做的簡單摘要︽相關的描述除了武雅士等所進行的定量描述與分
析以外�參見 武雅士︾黃介山 1980; 莊英章︾武雅士 1995; Wolf 1995︽ 
Margery Wolf 在 1972 年所出版的一本頗受好評的民族誌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和許多其他出版品︽也針對此一現象有非常詳細的定性描述〈 
綜觀當代學術文獻所欲描述的現象︽與部分馬克思主義學術文獻中所討論
的�客體化有異曲同工之處〈簡單的說︽�客體化即「人的關係被以物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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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再現 �Gregory 1982〈武雅士等人所描述的女孩移動是附屬於茶和樟腦等商
品的流動︽也就是附屬於商品在全球市場的流動〈全球化的市場將商品價格固
定下來的同時︽也間接的將女人和茶︾樟腦的價值固定下來︽此一�熱絡的婚
姻市場的所有參與者在決定女孩的流動時︽都被迫將女孩�物化︽是否要收
養的決定既非取決於文化亦非取決於社會︽更不是單憑情感所能決定的︽而是
純粹取決於市場機制的運作〈 
這些都使得小婚同時具備兩個不怎麼協調的面貌〈在實踐上︽小婚徹底違
背菁英模式的大婚〈如上所述︽小婚的家庭關係是以�在經濟上固定下來的結
構︽取代�在文化上固定下來的結構〈另一方面︽小婚的文化價值在許多方
面︽如「對父母的照顧︾對死去的父系長輩的祭祀等︽都必須依照菁英模式的
規範來進行〈那個為女人設計的漩渦是建立在歐美殖民主義�全球商品貿易
的基礎之上︽以男性與系譜為中心的小婚家庭更是與中國殖民主義緊緊地綁在
一起︽在臺灣出現的小婚可說是兩種不同形式的殖民主義結合起來最壞的情
況〈 
經由商品價值來追求理想家庭模式使得小婚陷入自身的戰場中︽儘管小婚
的其中一個意圖是希望能夠再生產父母權威︽結果卻是出乎意料地產出更多對
父母權威的反抗〈這些反抗包括通姦︾非婚生子女︾離婚與寡婦再婚的比例迅
速攀高︽這些狀態在菁英模式中都是不被允許的︽根據�大清律例這些狀況
都會受到律法的制裁〈在武雅士等人的研究中︽十分強調有力的父母權威能強
化小婚的成就與生存競爭力︽但卻沒有說明在上述這些特殊形式的婚外關係對
父母權威的反饋〈 
 
 
3︾次級因果關係  �Secondary Causalities  
相關研究文獻討論的是兩個主要的次級變項︽是社經地位與都市化〈前者
區分成五個類別「�地主與官員︾�商人與製造商︾�農民︾�工匠和其他專業
匠人以及�工人﹀後者區分成三個地點「�城鎮︾�郊區與�農村〈原則
上︽這兩個次級變項可以套用在所有地區︽但實際的研究分析︽卻只針對臺灣
北部地區而已〈由於這些次級變項的影響是附屬於地區性的婚姻制度︽至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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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北部地區而言︽是以小婚形式在婚姻模式中所占的比例︽來評估次級變項
對婚姻選擇的影響〈 
在相關文獻中︽武雅士提出兩個相關的結論「一是︽社經地位越高的階層
或者都市化的程度越高的地點︽就越偏愛採行大婚︽因此︽只要人一脫離農民
的身分︽就會鬆開小婚的束縛﹀另一個比較不明顯卻是同樣重要的結論是︽即
使是在那些富裕的都市人當中︽小婚仍舊是不可被忽略的少數〈 
Sophie Sa �1975 與 1985根據早期臺北市階層化的數據資料︽提出�貧
窮假說來解釋小婚現象︽主張小婚是在極端的情況下所訴諸的婚姻策略︽因
此︽在正常的情況下︽一般人是不會採行小婚的〈武雅士與黃介山 �1980, 第 
20章 和武雅士�1995, 第 17章在後來的所出版的研究論文中︽進一步探討
階層化與小婚的因果關係︽在此基礎上︽批判了�貧窮假說過度簡化小婚現
象的複雜性〈他們認為儘管貧窮假說能夠將農民之所以會訴諸小婚︽解釋為是
因為他們發現他們身處於嚴苛的婚姻環境中︽除此了進行小婚沒有其他方法可
以找到配偶 �參見 Wolf 1980: 261-263〈但當一定比例的小婚仍持續在都市的
富人階層中出現︽這時�貧窮假說的邏輯就很難說得通〈因此︽武雅士在不
否定�貧窮假說的情況下︽進一步主張︽在�熱絡的婚姻市場中�女孩原
生家庭的成員組成才是左右人們決定是否收養童養媳的主要考量�Wolf 1975: 
98〈 
武雅士等並沒有排除財務也是決定婚姻形式的重要考量之一︽他們也承認
小婚是避免花費的策略︽尤其小婚的確可以免除大婚婚禮所需的鉅額費用 �武
雅士︾黃介山 1980: 267-271〈但武雅士的解釋架構︽與�貧窮假說對婚姻
花費在婚姻形式的選擇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對前者言︽婚姻花費是額
外的考量﹀對後者而言︽婚姻花費則被視為是在追求良好的家庭財務狀況的前
提下可被動用的策略〈 
不僅如此︽武雅士等也清楚的表明︽即使是小婚︽所採行的婚禮儀式和大
婚的婚禮儀式是一樣的︽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施行小婚的家庭也可能會增加其
他方面的花費︽這些花費的總額不見得比大婚少〈因此︽就婚禮花費與儀式而
言︽可以看出小婚和大婚真正的差異在於「小婚的婚禮花費有選擇性的︽大婚
的婚禮花費則是有規範性的�Wolf 1995: 288; 莊英章︾武雅士 1995: 788-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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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武雅士對貧窮假說的批評是「當小婚的婚禮花費等於或者甚至超過
大婚的婚禮花費時︽貧窮假說就會自相矛盾〈不可忽略的事實是「儘管在不同
社經階層中小婚出現的比例有顯著的差異︽但實際上各個社經階層中都存在著
相當比例的小婚〈 
在針對某些特定地區的城鎮︾郊區與農村的婚姻形式所進行的定量分析︽
包含以下三個具代表性的研究「武雅士所研究的新竹地區�Wolf 1975: 94; 1980: 
233, 表 17.4︾Sophie Sa 所研究的臺北大稻埕地區�Sa Winkler 1975:208; 
1985:118-23︽以及武雅士和黃介山針對 Sophie Sa 的研究所進行的討論�武雅
士︾黃介山 1980: 262-271; Wolf 1995: 283-297; Wolf 1985:300, 表 12.10〈共同
結論是「郊區與城鎮環境的確降低了小婚的發生率︽然而︽這些環境顯然並沒
有完全排除小婚出現的可能性〈換句話說︽以都市化程度解釋小婚現象的架
構︽必須面對的事實是「儘管都市化程度越高︽小婚的比例會隨之明顯降低︽
但即使在高度都市化的地區︽還是存在相當比例的小婚〈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進一步推論地區婚姻制度的特徵與區域歷史之
間的關聯〈廣義來說︽兩者之間的關鍵樞紐是�父母權威以及�父系制度〈
相關文獻對臺灣中南部地區所呈現的婚姻模式的討論︽並沒有直接提到父系制
度︽不過︽混合性與平埔族意識下的平權主義卻被認為是小婚比例偏低的原
因﹀在討論臺灣北部地區所呈現的婚姻模式時︽只是將父系制度視為是一股模
糊的力量︽迫使婚配的雙方在不情願甚至是抵抗情況下︽做出採行小婚的決
定〈我們不禁要問︽清政府對兩地的統治是否存在某些差異︽因而導致父系制
度在兩地呈現如此的差異」 
雖然武雅士並沒有特別指出父系制度所包含的內容︽不過在一般的情況
下︽父系制度通常指宗族組織與宗廟�或宗祠︽有些時候也包含在宗族組織架
構下運作的村廟組織〈總的來說︽父系制度是在家庭以外屬於社群層次的權威
機構︽可以對家戶內的父母權威提供有力的支持〈根據一些臺灣史的研究︽清
朝對臺灣的統治︽乃是藉由設置府州縣衙門與在地方上建立保甲制度等官僚與
次官僚系統︽以及設置官學與科舉和地方社學的教育官僚與次官僚系統的交互
運作︽一方面父系制度在社群層次的運作︽另一方面深化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控
制〈換句話說︽清政府的官僚與次官僚系統︽以及教育官僚與次官僚系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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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畫的參與地方社會中父系制度的運作︽因此︽也間接地強化家戶內父母權
威的運作〈 
綜上所述︽�教育官僚系統與�保甲制度是國家與地方上存在的重要制
度〈本篇文章的主要旨趣是「教育官僚系統對文人家庭與文人家庭中的女性的
影響〈文人包含生員︾通過科舉有功名者︽以及去職官員等〈由於文人乃父系
制度的主要載體︽通過評估教育官僚系統對文人家庭與文人家庭中的女性的影
響︽更可清楚看出以清朝對臺的統治是如何通過教育官僚與次官僚系統︽影響
在臺灣的中國移民家庭的婚姻制度與家庭禮法〈另一方面︽儘管�保甲制度
並非針對文人而設計的次官僚系統︽但由於保甲制度是管理�民的主要機
構︽相對於教育官僚系統對文人的意識形態控制︽保甲是清朝對�民最直接
的實質控制〈因此︽比較保甲制度下的�民與教育官僚系統下的�文人︽可
以進一步探討在不同地區�文人與�民在社經地位上的差異︽對其選擇婚
姻形式的影響︽是否存在跨區域的共同性」 
在接下來關於客家文人家庭中女性的婚姻形式的討論︽將針對此這兩個變
項進行分析〈簡單地說︽將本文針對竹塹地區文人家庭中的婦女的歷史人口資
料所做的定量分析結果︽與清朝對臺統治的歷史結合︽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
�父母權威與�父系制度之間的關連是如此的緊密〈 
 
定量分析結果  
清朝統治期間︽竹塹地區的文人家庭型態是否出現菁英模式」從本文自文
人家庭的戶籍資料所獲得的定量分析結果來看︽答案是肯定的〈而研究的結果
顯示︽竹塹地區的文人家庭對婚姻形式的選擇與臺灣北部其他社經階層的居民
完全不同〈 
首先︽在日治時期的戶口資料中顯示︽竹塹地區文人家庭的婚姻形式分佈
的比例︽和戶籍資料中社經地位不明確的家庭比較起來︽有很大的差距〈其
次︽在竹塹地區的文人家庭︽只要家中曾經有人受過正統教育�儒學︽則家庭
內的成員全部都會採行大婚〈 
以下︽我們將透過一︾重新審視婚姻形式與�都市化︾�社經地位和
�族群性等三個變項之間的關係〈二︾探討不同的婚姻形式≒尤其是大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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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婚—對家庭禮法的影響〈三︾檢視文人家庭的婚姻制度與家庭禮法︽和地方
政治︾教育官僚︾次官僚系統的關係〈這三個主要面向進行更詳細的討論與說
明〈 
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確立各地區之中各婚姻形式所佔的基礎比例〈所謂
的基礎比例是指根據幾個分別代表農村︾市郊與城鎮的地點︽從這些地點所採
行的各種婚姻形式�指「小婚︾入贅婚︽或大婚所占比例︽估算出各婚姻形
式在整個婚姻地區所占的比例〈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所有客家分佈的地點
都位在農村︽因此市郊與城鎮在估算基礎比例時︽只採計福佬地點的婚姻資
料〈 
以澎湖群島的個案為例︽在莊英章和武雅士的論文中︽提供了三組統計資
料︽分別以紅羅︾火燒坪與紅毛城︾馬公︽代表農村︾郊區與城鎮三個地區︽
採計各個地區的大婚︾小婚與入贅婚所占的比例 �莊英章︾武雅士 1995: 787, 
表 3）〈根據他們所提供的統計資料︽即可估算出整個澎湖地區的大婚︾小婚與
入贅婚的基礎比例〈臺灣北部地區與臺灣中南部地區的婚姻形式的基礎比例︽
也都是根據莊英章和武雅士所提供的統計資料︽套用同樣的方法來估算〈 
北部地區︽主要以臺北市的入船町︾石碇郊區與樹林農村等三個地點︽分
別代表城鎮︾郊區與農村 （1995: 785, 表 1﹀中南部地區︽則以臺南的安平代
表城鎮︽臺南縣的大內代表農村︽可惜的是沒有郊區的地點 �1995: 786, 表
2〈各個地區婚姻形式的基礎比例︽估算結果如下「 
澎湖群島的大婚基礎比例是 61%︽小婚基礎比例是 26.3%︽入贅婚則占
13.1%〈臺灣北部地區婚姻形式的基礎比例與澎湖群島近似︽大婚比例是
58.0%︽小婚比例是 30.5%︽入贅婚比例是 11.5%〈臺灣南部地區婚姻形式的基
礎比例︽與前兩個地區有顯著的差異︽大婚的基礎比例高達 89.6%︽小婚的基
礎比例只有 4.3%︽入贅婚也只有 6.1%〈 
莊英章與武雅士根據他們的研究︽認為澎湖群島與臺灣北部這兩個地區的
婚姻模式高度同形�莊英章︾武雅士 1995: 787-788, 791-793〈而中南部地區與
前兩地則有顯著差異〈而我們透過婚姻形式基礎比例的估算結果︽則是從另一
個角度再次肯定莊英章與武雅士的結論〈 
在我們所進行的婚姻形式基礎比例中︽所呈現的另一個重點則是︽城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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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各婚姻形式比例差距的大小是極具意義的〈在小婚比例高的澎湖群島︽農村
的大婚比例是 43.1%︽小婚比例是 43.6︽入贅婚比例是 13.4%﹀郊區的大婚比
例是 66.2%︽小婚比例是 20.1%︽入贅婚比例是 13.6%﹀城市的大婚比例占
72.4%︽小婚只占 15.3%︽入贅婚占 12.3% �莊英章︾武雅士 1995: 787, 表 3〈
臺灣北部地區農村︾郊區與城鎮的各婚姻形式的基礎比例分布︽也呈現相同的
模式〈相較之下︽在小婚比例較低的南臺灣︽所呈現的婚姻圖像就相當不同〈
在臺南縣大內村的漢人中大婚比例高達 84.7%︽小婚只占 5.6%︽入贅婚的比例
是 9.8%﹀在臺南市的安平地區︽大婚比例更是高達 94.6%︽小婚只占 3.0%︽入
贅婚也只占 2.4%〈從以上的統計來看︽在澎湖地區︽農村與城鎮的大婚比例有
將近 20%的差距︽但是在臺灣南部︽農村與城鎮的大婚比例只有 10%左右的差
距〈城鄉差距的大小在探討竹塹地區文人家庭的婚姻模式時便顯得特別重要〈 
 
1︾橫跨三個變項的婚姻形式  
由於竹塹地區在地理位置上屬於臺灣北部地區︽根據上述的婚姻形式基礎
比例︽我們首先將竹塹地區文人家庭中的婚姻形式基礎比例與臺灣北部地區的
基礎比例進行比較〈結果卻顯示︽竹塹地區文人家庭的婚姻模式比較接近臺灣
南部地區的婚姻模式︽而非北部地區〈為了深入解讀這個比較結果背後的意
涵︽我們在比較中加入都市化程度︾社會階層與族群性等三個控制變項︽進一
步勾畫竹塹地區的婚姻圖像〈  
首先︽以都市化程度做為控制變項︽比較竹塹地區文人家庭與臺灣北部地
區的婚姻模式〈為了排除族群性干擾︽我們僅根據福佬文人家庭的統計資料進
行比較〈選擇福佬而非客家做為比較對象︽原因是統計資料中的新竹城與臺北
城內的文人家庭都不屬於客家族群︽在澎湖群島與南臺灣的代表地點也都是說
福佬話〈比較結果顯示︽竹塹地區文人家庭的大婚比例受到都市化程度的影響
比較小︽也就是說農村與城鎮的差距並不大︽在比例分布上與南臺灣類似〈如
果在都市化程度的變項上︽再加上社經地位這個控制變項︽不過仍舊只包含福
佬︽進一步比較海山與竹北農村的�地主≒官員階層︾臺北城內的�商人≒
官員階層︽與竹塹地區的農村︾郊區與城鎮的文人階層〈結果發現越接近城
鎮︽北臺灣地區的上層階層的婚姻圖像︽就越接近臺灣南部地區的婚姻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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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加入族群性變項︽所呈現的結果是竹塹地區的福佬與客家文人家庭的
婚姻模式︽比較接近南臺灣的婚姻模式︽都擁有很高的大婚比例︽不過︽在農
村地區︽福佬文人家庭成員採行大婚的比例︽卻又高於客家文人家庭〈 
在竹塹地區的文人家庭中︽出生於 1881-1905 年之間的女性成員裡︽採行
大婚的比例高達 88.5% �即大婚的基礎比例︽小婚的基礎比例 47.8%︽入贅婚
的基礎比例 3.7% �參見本文表 1〈與臺灣北部地區婚姻形式的基礎比例相
比︽竹塹地區文人家庭的大婚基礎比例要高得多︽小婚與入贅婚的基礎比例則
相對低很多〈因此︽竹塹地區文人家庭與臺灣北部地區和澎湖群島的婚姻形式
基礎比例的差距︽在統計上是顯著且有意義的〈相較之下︽竹塹地區文人家庭
婚姻形式的基礎比例與臺灣中南部地區的婚姻模式更為接近�莊英章︾武雅士 
1995: 786, 表 2〈 
根據不同都市化程度地點︽來比較竹塹地區的文人家庭與北臺灣的上層階
層︽竹塹城中福佬文人家庭的大婚比例是 96.0%︽小婚比例是 3.0%︽入贅婚的
比例是 1.0%﹀在竹塹城外的郊區︽福佬文人家庭的大婚比例是 91.0%︽小婚比
例是 9.0%︽沒有入贅婚﹀最後︽在竹塹城外的農村︽福佬文人家庭大婚比例是
94%︽小婚占 6.0%︽同樣沒有入贅婚〈比較起來︽在臺灣北部地區的農村地點
�臺北縣的樹林︽福佬家庭的大婚比例是 40.1%︽小婚比例是 48.5%︽入贅婚
占 11.4%﹀在屬於郊區的石碇︽大婚比例是 56.8%︽小婚占 26.2%︽入贅婚占
16.9%﹀在臺北城內的入船︽大婚比例是 77.0%︽小婚比例是 16.9%︽入贅婚占
6.2% �莊英章︾武雅士 1995: 785, 表 1〈可看出竹塹地區農村的大婚比例比北
部地區農村的大婚比例明顯高出許多〈 
總的來說︽在福佬文人家庭中︽女性成員採行大婚的比例︽雖然也有明顯
的城鄉差距︽但這個差距若與臺灣北部地區一般家庭採行大婚比例的城鄉差距
相比︽則小很多〈當考量都市化程度時︽竹塹地區福佬文人家庭與南臺灣的表
現類似︽不論是城鎮或是農村都有很高的大婚的比例﹀相對地︽在北臺灣的農
村︽大婚比例則是明顯偏低〈 
針對北臺灣上層階層中的福佬家庭與竹塹地區福佬文人家庭所做的比較︽
結果與北臺灣一般家庭的情況呈現強烈的對比〈城鎮地點≒臺北城內的入船町
≒�商人≒官員階層中的福佬家庭︽大婚比例是 78.2%︽小婚比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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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入贅婚比是 1.4% �Sa 1985: 302, 表 12.11﹀海山/竹北等農村地點的
�地主≒官員階層中的福佬家庭︽大婚占 70.0%︽小婚占 20.0%︽入贅婚占
10.0%〈簡單的說︽臺灣北部地區社經地位比較高的家庭和竹塹地區的文人家庭
的婚姻模式頗為類似︽和北臺灣一般家庭的情況比較起來︽大婚比例明顯偏
高︽不僅如此︽兩者在農村與城鎮的大婚比例︽比起北臺灣的農村與城鎮中的
一般家庭高出許多〈 
有趣的是︽當我們將族群性這個控制變項納入竹塹地區農村的文人家庭與
北臺地區農村家庭的比較時︽竹塹地區的福佬文人家庭與北臺灣地區的農村福
佬家庭之間出現一個意料之外的情況︽即「竹塹地區農村的福佬文人家庭有較
高比例的大婚︽但在臺灣北部地區的農村福佬家庭的大婚比例卻明顯的低很
多﹀然而︽如果同時考量社經地位與族群性︽則呈現的結果就完全不同〈 
為了更清楚的說明上述的情況︽我們針對竹北農村的客家與福佬家庭進行
比較︽暫且排除社經地位的變項�莊英章、武雅士 1995:785, 表 1︽所得的結
果是「竹北農村的福佬家庭︽採行大婚的比例是 57.4%︽小婚占 32.1%︽入贅
婚占 10.6%﹀但是︽竹北農村的客家家庭︽採行大婚的比例是 58.1%︽小婚的
比例是 32.9%︽入贅婚只占 8.5%〈從以上的比較︽可以看出竹北農村的客家與
福佬家庭的婚姻模式沒有太大的差別〈 
然而︽如果將社經地位納入考量︽則北臺灣農村地區的客家與福佬的婚姻
模式︽就會出現明顯的變化〈客家的�地主—官員家庭︽大婚比例是
64.1%︽小婚比例是 28.2%︽入贅婚占 7.7%﹀福佬的�地主—官員家庭︽大
婚比例是 70.0%︽小婚比例是 20.0%︽入贅婚比例是 10.0%〈總的來說︽在�地
主—官員這個階層中︽客家家庭的大婚與小婚比例較為接近︽顯然較傾向北
臺灣的模式︽而福佬家庭的大婚與小婚的比例差距較大︽呈現向南臺灣模式靠
攏的趨勢〈 
除了客家與福佬的差異以外︽竹塹地區的文人家庭也出現一個共同的趨勢
�見本文表 2〈竹塹地區客家文人家庭的大婚比例是 83.3%︽福佬文人家庭的
大婚比例則高達 94.8%﹀客家文人家庭的小婚比例尚有 10.8%︽福佬文人家庭
的小婚比例僅占 4.0%﹀客家文人家庭的入贅婚有 5.8%︽福佬文人家庭的入贅
婚卻只有 1.0%〈上述的比例︽與北部地區�地主≒官員階層中的福佬與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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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比較起來︽竹塹地區文人家庭的大婚比例明顯高出許多︽小婚與入贅婚的
比例則是明顯下降︽這個趨勢在福佬文人家庭的比較中更是顯著〈 
因此︽不管是住在城鎮︾郊區還是農村︽竹塹地區文人家庭中的女性成
員︽生年介於 1881 年到 1905 年之間者︽大多數是以大婚的方式嫁入夫家︽相
較之下︽在北臺灣農村的農民家庭中出生的女兒︽則有較高的機會成為童養
媳〈 
根據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北臺灣的婚姻模式與竹塹地區的文人家庭婚姻
模式呈現極為不同的圖像〈不僅客家文人家庭的情況是如此︽福佬文人家庭的
情況更是如此〈也就是說︽竹塹地區的文人家庭婚姻模式朝向臺灣中南部的婚
姻模式趨近 �參見莊英章︾武雅士 1995:786, 表 2︽而竹塹地區其他階層的婚
姻模式卻是符合北臺灣的婚姻模式�參見莊英章︾武雅士 1995:785, 表 1〈 
從以上的數據中︽可以發現竹塹地區文人家庭實現菁英模式的程度︽凌駕
於�商人≒官員這個階層〈後者是以財富來定義其社經地位︽意味著對大婚
與小婚的偏愛︽是取決於家庭的財務狀況﹀前者則是將�文人視為一個統一
的社會階層︽這個階層偏好大婚的動力是來自於文人的身分︽這個傾向在福佬
族群中尤為顯著〈 
而文人的身份所伴隨的階層文化︽是否是造成竹塹地區文人家庭對大婚的
偏好如此突出的原因」以下我們將針對這個部份︽做進一步的探討〈 
 
2︾文人家庭的家庭禮法  
在上一個單元中︽我們以定量方法︽透過�族群性︾�社經地位︾�都市
化等變項的操作︽確立了大婚在文人家庭中的優勢地位〈換句話說︽作為菁
英模式的重要元素之一�大婚形式︽是竹塹地區文人家庭女性婚姻的支配
形式〈 
大婚形式的支配地位是否對文人家庭的家庭禮法造成影響︽而文人家庭所
採行的大婚是否是為了體現菁英模式的理想婚姻模式」首先︽我們從地方志列
傳中的鄉賢︾孝友及節烈等部份︽可以看到菁英模式中理想女性的特質的具體
描述�陳朝龍︾鄭鵬雲 1993[1893]: 116-173〈對竹塹地區的女人而言︽生活在
文人家庭之中就意謂著︽她所必須遵守家庭禮法︽而這套理法是根據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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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菁英模式所設計的〈反觀︽在北臺灣人的婚姻體制中︽離婚︾再婚與私生子
的情況層出不窮︽高比例的小婚讓女人產生了不滿足感︽但這種逾越家庭禮法
的行為︽在竹塹地區文人家庭的女性身上是不存在的〈 
因此︽從家庭禮法對婚姻形式的影響來看︽竹塹地區文人的家庭禮法︽和
北臺灣其他地區的家庭禮法相較之下︽是一股更為強大的力量〈 
 
以下︽我們進一步從四種逾越家庭禮法的行為︽來檢視竹塹地區文人家庭
中的女性是否比一般家庭中的女性更加遵守婦道〈第一種與踰矩行為是離婚〈
竹塹地區文人家庭的女性離婚比例�僅限於在 1881 年到 1915 年之間出生的女
性︽和臺灣北部與中南部的一般情況比較起來︽都是較為偏低〈竹塹地區文人
家庭的女性中︽採行大婚者的離婚比例只有 2.8%︽小婚的離婚比例有 4.8%︽
入贅婚的離婚比例有 12.5% �見本文表 4〈以海山這個農村地點為例︽大婚的
離婚比例有 6.7%︽小婚的離婚比例高達 17.6%︽入贅婚的離婚比例也有 17.7%
�見本文表 4〈 
在臺灣中南部地區︽離婚頻率明顯較高〈以中社�福佬人和龍圖�客家
人這兩個農村地點為例︽在 1901 年到 1940 年期間發生的婚姻當中︽大婚的
離婚比例是 7.7%︽小婚的離婚比例高達 23.5%︽入贅婚的離婚比例也有 15.8% 
�Pasternak 1983: 325, 表 13.11〈由於這個表格所採用的規則與上述的代表北
臺灣的表格不同︽比較兩個表格所能獲得的結論有限〈儘管如此︽除了入贅婚
以外︽還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南部地區女性的離婚比例比竹塹地區文人家庭
中的女性高出許多〈 
第二種踰矩行為是寡婦再婚〈和其他地區比較起來︽竹塹地區文人家庭的
女性寡婦�僅限於在 1906 年到 1940 年之間寡居的婦女再婚比例非常少︽在
所有的婚姻中︽屬寡婦再婚只占 4%�見本文表 5〈在臺灣北部地區︽寡婦年
齡若在三十歲以下︽再婚比例就特別的高︽占所有超過二十九歲以上的女性婚
姻的一半以上�見本文表 5〈在臺灣南部地區︽同樣以中社和龍圖為例︽在所
有於 1856年到 1920年之間出生︽且丈夫在 1940年以前過世的女性當中︽三十
歲以下的寡婦再婚比例分別是 77.4% 與 49.1%﹀三十歲到四十四歲之間的寡婦
再婚比例也有 27.0%與 11.3% �Pasternak 1983: 322, 表 13.7〈因此︽儘管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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塹地區的文人家庭中寡婦再婚的比例極低︽不過在二十四歲到二十九歲之間的
年輕寡婦再婚的情況也是時有所聞�見本文表 6〈 
第三種踰矩行為是寡婦的私生子〈在竹塹地區的文人家庭中︽所有在 1881
年到 1915年之間出生的女性成員︽都沒有出現這種情況�見本文表 7〈 
總體來說︽結論是清楚地令人驚訝的〈到目前為止︽就社會階層與本土化
的程度而言︽雖然必須考慮到社經地位的影響︽但我們還是可以將北部地區的
家庭組成解釋為受小婚與女嬰收養影響的結果〈但就竹塹地區文人家庭的女性
而言︽結果卻顯示文人家庭是有意識地主動與�熱絡的婚姻市場決裂〈文人
家庭只有極少數的小婚個案︽儘管無從得知這個現象是否全受到家庭禮法的影
響︽可以確定的是︽任何其他影響都沒有家庭禮法的影響來得強烈〈竹塹地區
的文人家庭不只是以大婚為最主要的婚姻形式︽他們更把大婚視為是家庭禮法
的主要特徵之一︽這點足以說明文人家庭所採行的大婚︽顯然是菁英模式的一
部分〈 
 
 
3︾國家干預  
結合前一節清末到日治初期的戶籍資料統計結果︽我們或許可以進一步提
出一個問題︽那就是官僚或次官僚體系的出現︽會不會對竹塹地區文人家庭婦
女的日常生活產生影響」從文獻分析中︽我們發現清帝國對竹塹地區的控制過
程︽在客家與福佬文人家庭中的女人之間產生不同的影響〈然而︽無論其差異
為何︽都顯示出文人家庭的婚姻形式與家庭禮法結構︽是受到清帝國時期竹塹
地區地方政府的官僚與次官僚體系的影響〈 
有關清朝科舉考試制度的相關文獻︽揭示了科舉考試和地方文化之間的特
殊關聯性〈但是在關於帝國科舉系統對新竹縣文人所產生的影響︽這些相關文
獻僅提供了一半的答案〈因為這些文獻沒有深入探討帝國科舉系統為了監控潛
在應試者而制定的考試標準和程序細節︽也沒有持續追蹤這些監控對於應試者
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所帶來的影響〈 
不可諱言的是︽科舉系統對於應試者在試場的表現具有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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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Elman�2000對於帝制中國的科舉體制對應試者的影響有個奇特的
說法︽這些應試者有如坐在各自的小隔間中不停寫作一般「 
這些應試者需要在各級考試時，不斷的被要求登記自己與其家族的
資料。這個嚴格的監視程序、或是說整個在帝國範圍內對文人永無
休止的評估，驅動了試場中的百萬應試者與成千的監考者。這意味
著一群表面上看起來馴良的個人，在一種帝國高壓的技術下變成像
物品般的應試者，心甘情願地彼此匿名競爭。（Elman 2000: 194-
195） 
從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出清帝國的科舉系統對應試者的影響〈以考生的角度來
看︽他們幾乎很少對科舉制度提出質疑或抗拒︽也因此他們總是被動的呼應科
舉所高舉的旗幟≒≒即通過教育做道德與政治的教化�同上引書: 131; 尹章義 
1989: 543〈從皇帝的角度來看︽不可否認的是應試者成功的比例非常小︽但科
舉卻是皇帝用以控制整個帝國最有效的方式〈透過科舉︽皇帝掌握了整個中國
地方社會中最重要的身分流動機制︽使得地方社會毫無與之對抗的可能�同上
引書: 195〈而從意識形態的層次上來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對這個合法的晉升
機會︽也達成了共識〈 
在帝國科舉考試系統中︽對於淡水廳以及後來的新竹縣文人來說︽最為重
要的是地方考試〈帝國科舉考試最低的層級是行政區域中的縣級單位︽包括了
縣︾州以及廳在內︽再上一級則是府〈 
無論是中國或臺灣︽每個廳�或是說縣級單位和府都各自有一個負責帝
國教育機構�縣學︾廳學及府學︽最低階的官員就是訓導︽再上一階的府級官
員是教諭︽省級的則是學政〈訓導主要的責任包括平日教導︾測驗和控制文
人︽以及在科舉考試時協助學政完成整個過程〈在臺灣︽訓導反映了一些帝國
官僚體系的特色�陳朝龍︾鄭鵬雲 1993 [1893]: 130〈臺灣地區的訓導職位通
常是由舉人�省級考試≒鄉試通過者或功名等級次於舉人的貢生擔任︽並僅
限於在籍福建省者�陳朝龍︾鄭鵬雲 1993 [1893]: 151〈訓導與任職的地方可
以是同個省︽但不能為同一個府〈所以︽由於臺灣府屬於福建省︽此類訓導或
教諭都來自福建省其他地方︽而不是臺灣府〈1885 年臺灣建省後︽訓導才改由
臺灣省內任用︽但仍來自不同的府〈訓導的個職位通常三年一任︽表現良好
時︽可以調升到他地方擔任更高的官職�陳朝龍︾鄭鵬雲 1993[1893]: 130〈 
 23 
整個帝國的科舉考試有固定的日期︽意味著帝國對於時間與空間的掌控
�摘要自 Elman 2000: 133-138; 引自 Shang Yen-liu 1958:1-21〈科舉考試中包含
兩個層次︽一個是為府︾州︾縣學挑選生員︽另一個為朝廷挑選合格人才〈第
一個層次包括府考︾縣考︽縣考有時也被稱為�小考〈這是成為官學學生最低
階的考試過程︽通過這個考試的童生才能進到下一個考試≒≒府試︽通過府試
者才能參加更高一級的院試〈以淡水廳來說︽縣級科舉考試在淡水廳志中被稱
做�小考�陳培桂︾林豪 2006 [1871]: 135〈1875年當新竹縣從淡水廳分出來
後︽縣考開始在新竹舉辦〈在縣考或淡水廳的小考之上︽還有府考〈府考是針
對整個府治下通過縣考的童生再進行考試︽通過者才能參加由學政主持的更高
階的院考〈 
以上考試均通過的合格者就有資格進入官學�縣學︾廳學或府學就讀︽
這些人被稱作生員或附生〈生員或附生雖然已經通過入學的考試︽但要維持官
學學生身份必須要參加每年一次的歲考�或歲試︽連續三年沒有參加歲考的生
員會被取消就讀官學的資格〈 
歲考成績優異的生員可以獲得獎學金︽這類有獎學金的學生稱為廩生〈而
歲考成績次於被選為廩生的生員者︽會被選為增生︽增生是沒有獎學金的〈廩
生之上還有更高一階的貢生︽貢生包括好幾種從不同管道錄取而來的︽以歲貢
生︾拔貢生和優貢生為主〈 
每年歲考成績優異︽且維持廩生資格達十年的人︽可以由學政挑選數名送
到國子監或太學就讀︽此種學生被稱為歲貢生或歲貢〈除此之外︽廩生也可以
參加十二年一次的拔貢考試︽考試時間為當年歲考後舉行〈通過拔貢考試的廩
生還要到北京的禮部複試︽錄取者再到宮中參加朝考〈成績一等者︽可以七品
京官�在北京任職的官員任用︽二等者以知縣任用分發各省︽三等者以直隸
州州判︾教諭等職任用〈這些通過拔貢考試的稱為拔貢生︽簡稱拔貢〈各省學
政三年任滿前︽可由各府︾州︾縣學教官�教諭或訓導挑選品學兼優的生
員︽由學政會同巡撫考試︽通過者隔年可到北京參加朝考︽成績一等者以知縣
任用︽二等以教諭或訓導等教職任用〈通過這類考試的人被稱為優貢生︽或簡
稱優貢〈 
一般的生員除了歲考表現優異可升為廩生︽再進一步升為貢生之外︽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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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另一個管道成為監生〈監生指的是進入國子監就讀的學生︽主要錄取的來
源有四種〈另外︽在學政任滿前︽他可以挑選還沒有晉升為增生或廩生的附生
直接進入國子監唸書︽稱為優監生〈另外還有透過捐輸獲得功名的稱為例監
生︽例監生一般不會實際到國子監唸書學習︽例監生若繼續捐輸而進一步獲得
的功名︽稱為例貢生〈 
上述各類生員︽只有參加過歲考的人才能參加科考︽而科考成績優異的人
才能參加鄉試〈優貢︾拔貢因其已可出仕任官︽可不經科考而參加鄉試〈在架
構清代新竹縣社會經濟地位的階序時︽這些不同的文人身分扮演了相當重要的
角色〈 
准考資格在各級的考試中是掌控考試與監控應試者最重要的環節〈但這部
份在有關於科舉考試的研究中卻很少被討論〈臺灣地方層級的考試需要訓導和
廩生的參與〈每場考試的名冊是由訓導負責編纂︽而每個參加考試的應試者都
需要有廩生為他擔保︽這個作保的廩生需要親自到試場中︽向府︾廳或縣的訓
導�視考試的層級決定保證應試者是符合資格的〈倘若應試者後來被發現資
格不符︽作為保證人的廩生與負責此層級考試的訓導都會被追究責任〈 
道德行為︾識字程度與籍貫等是考量科舉應試者資格的主要條件〈臥碑與
儒家正統的文本中都有著類似的教條︽紀錄著對應試者的道德要求︽告訴文人
應如何過著符合道德標準的生活�見 Liming Bai 2005〈識字程度的要求指的是
文人都應該學習經典�如四書五經等〈而所謂經典是相對於通俗的書籍而言
�Elman 2000: 297︽這意味著應考者得受閱讀︾記憶與消化經典然後根據科舉
主題進行書寫的訓練〈最後︽對應試者的條件審核還包括籍貫︽每個應試者都
應在他所居住的考區考試〈 
竹塹地區教育體系的次官僚組織都涉及此三個條件〈對於文人道德行為的
要求︽帝國政府通常透過保甲或者類似的制度將文人們納入其中︽達到監控的
目標〈不過︽保甲制度和儒學訓導的道德標準並不相同︽訓導與要為應試者作
保人的廩生都會以較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文人�特別是要應試的文人〈此外︽
佛教的齋堂︾宗族與廟宇等都潛在地扮演著控制文人道德行為的角色︽尤其是
齋堂更是控制女人行為的機構�見本書 李玉珍〈 
識字的部份主要是由學校來教育那些生員�附生或者準備應試的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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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塹地區︽客家與福佬基本上採取不同的途徑來獲得參加縣考所需要的識字
能力〈客家的童生是透過私塾接受第一步的教育︽這樣的方法是從廣東帶來的
特殊教育文化〈福佬人採取的則是到書院受教育︽這是福建省的教育文化特
色〈 
客家的私塾教育與他們的社區以及文人的網絡緊密結合︽福佬則是與地方
官僚的關係比較密切︽福建的文人網絡還包括了地方官員︽也就是說教育體制
是地方的福佬文人與來自福建省的地方官僚的重要合作管道〈 
從童生教育的角度來看︽客家私塾看似為入仕鋪路的次級科層組織〈一方
面︽客家文人在土地墾殖的活動上︽是國家與地方社區的橋樑︽也代表著客家
與福佬利益的結合﹀但實際上另一方面︽這些客家文人所辦的私塾並無法像福
佬書院般與官府利益密切結合〈 
事實上︽書院甚至還公開地為廳以及它的教育官員服務〈清帝國時期︽新
竹明治書院的學生以及生員曾與地方官員共同向平埔族人收稅與地租�淡新檔
案 17212.019〈有的時候官府的訓導≒≒甚至縣的通判或廳的同知︽還會兼任
書院的山長 �陳朝龍︾林豪 2006 [1871]: 138-141〈又或者︽山長可能是從一
個書香門第的文人家庭出身的本地人〈無論如何︽福佬文人與福建官員之間的
關係是相當密切的〈 
客家與福佬在童生學習階段就呈現出他們申請考試的路徑是不一樣的〈羅
萬史的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羅萬史 �1817-? 是一位從廣東來的客家人︽他在臺灣府通過了考試︽
1862 年又到福建省通過了鄉試〈從他的福建鄉試試卷︽與其他被保留下來的相
關資料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系譜中具有畬的血緣︽同時也記載著他的住處
在淡水廳〈羅萬史後來在新竹縣客家墾殖活動中非常活躍︽尤其是在今日的關
西鄉的鹹菜甕地區〈他不但是墾殖者的一員︽同時還負責起草墾殖的契約書〈 
羅萬史之所以重要︽還因為福佬人把他視為威脅以福建人為主的科舉試場
的客籍文人代表〈在國家教育體系中︽客家與福佬有著不同的待遇〈首先︽在
設籍問題上︽所有清帝國時期新竹縣的材料︽幾乎找不到任何客家或福佬的字
樣〈反之︽我們看到的︽是閩所代表的福佬以及福建省﹀與粵所代表的客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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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廣東省〈之所以會有這種以出生地省分作為區分的主要原因在於︽一直到清
領臺灣的最後幾年︽臺灣在行政上都是屬於福建省〈於是把客家視為廣東人︽
自然就是他者化客家最簡單的方法〈 
其次︽之所以會用出生地廣東省作為客家的簡稱︽可能與客家曾被指控有
�冒籍的做法有關�范咸 2005 [1747]: 272〈冒籍並不只在臺灣發生︽其他
地方也屢見不鮮〈 
第三︽科舉考試上在籍地的限制在申請准考資格時就存在了〈這個規定是
在乾隆 29年�1764就已經公佈的〈規定中還要求客家人必須在臺灣居住二十
年才得以報考科舉 �清會典臺灣事例 1984[1899]: 99〈不難看出這個規定是為
了阻擋客家人到臺灣來尋找一個競爭性較低的考場〈 
第四︽新竹縣客家參與科舉考試的名額是預留在官學中給粵籍應試者的八
個名額〈設置客家名額︽正是由於福佬試場感受到客家競爭的壓力所致〈臺灣
府志明白指出「�現在粵童堪以應試者計七百餘名︽准其另編為新字號應
試�范咸 2005 [1747]: 272〈 
無論客家的私塾或福佬的書院︽進入官學中的生員都牽涉到一種交換〈一
方面︽除了上述政治經濟上的利益︽同時還有賦稅減免或獎學金的好處︽以及
在審判上的一些特殊待遇〈當一個生員被控訴時︽並不會像一般人一樣被關進
牢裡︽在正式宣判前他可能會關在縣學由訓導看管並等待審判�淡新檔案 
22514.100 與 22514.101〈除此之外︽他們也不用付丁糧稅�陳朝龍︾林豪 
2006 [1871]: 117〈但是︽另一方面︽他們所需要承受的國家監視與意識形態上
的控制則比在保甲制度控管下的一般人多很多〈包括恪守儒家理念︽學習所有
官學中所需的四書五經︽以及確保設籍於臺灣的證明〈 
因此︽從關於帝國科舉考試系統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帝國對於文人的控
制︽除了透過地方官僚與次官僚體系之外︽更藉由文人本身因科舉和教育所形
成�典型的識字階層來達到其目的〈因為文人階層有其內在階序性的控制力
量︽特別是每次考試時都需要其他的廩生作保人�禮部 1987[1887]: 285-288〈
這個類似保甲的文人互保制度︽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文人之間的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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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透過本文的討論︽筆者認為清末到日治初期這段期間︽竹塹地區文人的家
庭組成與文人身份所帶來的意識形態之間有一個特殊的因果關係〈這個因果關
係讓原本應該符合北台灣婚姻模式與家庭生活形態的竹塹地區文人家庭︽呈現
了非常不同的面貌追求符合菁英模式的大婚與嚴格遵守家庭禮法〈 
當我們透過對竹塹地區文人家庭進行更深入的探討時︽清楚的看到對婚姻
形式與家庭生活型態的選擇︽雖然是文人身份所伴隨的意識形態的實踐︽但形
塑此種意識型態背後的力量︽卻是整個帝國的官僚與次官僚體系對於人們生活
的正式與非正式的控制〈 
透過我們對竹塹地區文人家庭的婚姻模式與家庭型態的探討︽我們更加清
楚的看到帝國的地方官僚及次官僚體系是如何藉由科舉制度與家庭禮法與文人
階層產生特殊關係〈此特殊關係不只限於新竹縣而已︽也包括了臺灣其他地方
的文人〈然而這樣的現象將如何改變我們看待臺灣婚姻模式之間的差異性」則
需要有更多的資料分析與討論︽本文無法在此完全回答這個問題〈 
總結本文透過戶籍資料的定量分析加上清代地方文獻的整理與討論︽回到
本文最初的提問︽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清朝時期竹塹地區文人家庭中女性的家戶
生活所呈現出的樣貌︽不僅符合菁英模式︽更是受到清帝國對臺的治理之下︽
所產生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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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表  1:新竹縣文人家庭中女性大婚︾小婚與招贅婚的相對頻率  
 
出生於 1881≒1905年間並有第一次婚姻的女性共有 218人 
地區 女性的人數 
依照族群來區分
的女性人數 
婚姻型態的比例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客家 3 100 0 0 
福佬 70 96 3 1 新竹縣城 73 
總數  73 95.9 2.7 1.3 
客家 10 80 20 0 
福佬 11 91 9 0 新竹縣城外郊區 21 
總數  21 85.7 14.2 0 
客家 107 83 10 7 
Hakka 17 94 6 0 新竹縣偏遠地區 124 
總數  124 84.7 9.7 5.6 
總數  218  88.5 7.8 3.7 
     
客家 766 58.1 32.9 9.0 竹北 1225 
福佬 459 57.4 32.1 10.6 
註「本表採借自莊英章︾武雅士�1995: 785, 表 1; 1995:787, 表 3〈本表中有
6位女性的族群在戶籍資料上標註不明︽因而被排除在新竹縣文人家庭的 218
位女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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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竹縣文人家庭中女性大婚︾小婚與招贅婚的相對頻率�依族群區
分  
 
出生於 1881-1905年間並有第一次婚姻的女性共有 218人 
地區 女性人數 
按族群區分的女性
人數 
婚姻型態的比例 
   大婚 小婚 招贅婚 
客家 120 83.3 10.8 5.8 
福佬 98 94.8 4 1 新竹縣 218 
總數  218 88.5 7.8 3.7 
     
客家 766 58.1 32.9 9.0 
竹北 1,225 
福佬 459 57.4 32.1 10.6 
註「本表採借自莊英章︾武雅士�1995: 785, 表 1; 1995: 787, 表 3〈本表中有
6位女性的族群在戶籍資料上標註不明︽因而被排除在新竹縣文人家庭的 218
位女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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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新竹縣文人家庭中女孩被他人收養的機率  
 
所有出生於 1906-1935年間文人家庭的女孩共有 499人 
出生年 女孩誕生的人數 被收養的機率 
客家 78 10.3 
閩南  46 17.3 1906-10 
總數  124 12.9 
客家 67 19.4 
閩南  41 19.5 1911-15 
總數  108 19.4 
客家 56 19.6 
閩南  29 6.9 1916-20 
總數  85 15.3 
客家 54 16.7 
閩南  24 4.1 1921-25 
總數  78 12.8 
客家 44 15.9 
閩南  16 12.5 1926-30 
總數  60 15.0 
客家 30 20.0 
閩南  14 21.4 1931-35 
總數  44 20.5 
    
1906-35 總數  499 15.6 
註「本表採借自Wolf �1975: 94, 表 1; Wolf 1980: 233, 表 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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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新竹縣文人家庭中有第一次婚姻的女性之離婚率  
 
出生於 1881-1915年間並有第一次婚姻的所有女性共 173人 
 大婚 招贅婚 小婚 
妻子的出生
年代 
婚姻的
數量 
離婚的比
例 
婚姻的
數量 
離婚的比
例 
婚姻的
數量 
離婚的
比例 
       
新竹縣文人家庭  
1881-1900 90 3.3 7 14.2 13 7.7 
1901-1915 54 1.9 1 0.0 8 0.0 
       
1881-1915 144 2.8 8 12.5 21 4.8 
       
海山的閩南百姓家庭  
1881-1900 424 6.4 131 18.3 409 14.7 
1901-1915 484 7.0 112 17.0 375 20.8 
       
1881-1915 908 6.7 243 17.7 784 17.6 
 
註「本表採借自�Wolf 1975: 105, 表 11〈本表中有 10位女性的族群在戶籍資
料上標註不明︽因而被排除在新竹縣文人家庭的 218位女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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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新竹縣文人家庭中寡婦再嫁的比例�依照丈夫過世時的年紀區分  
 
所有女性在 1906-1940年間成為寡婦的共有 25人 
丈夫過世時的年
紀 寡婦的數量 
招贅婚�再
婚 從夫居再婚 未再婚 
19歲及以下 0 0 0 0 
20-24歲 7 0 2 5 
25-29歲 3 1 0 2 
30-34歲 0 0 0 1 
35-39歲 8 0 0 8 
40-44歲 7 0 0 8 
總數  25 1 2 22 
     
新竹  百分比  4.0% 8.0% 88.88% 
海山  百分比  12.6% 24.7% 62.6% 
註「本表採借自Wolf�1975: 107, Table 12〈本表中的 25位寡婦都來自新竹
縣文人家庭中的 218女性之中〈 
 
 33 
 
表  6「新竹縣文人家庭中女性再嫁的比例�依照丈夫過世時的年紀區分  
 
所有女性在 1856-1920年間出生︽且丈夫過世早於 1940年的共有 27人 
丈夫過世時的年
紀 女性的人數 再婚的情形 
19歲及以下 0 0 
20-24歲 7 2 
25-29歲 3 1 
30-34歲 1 0 
35-39歲 8 0 
40-44歲 8 0 
總數  27 3 
註「本表採借自 Wolf �1980: 226, 表 16.11〈本表中的 27位寡婦都來自新竹
縣文人家庭中的 218女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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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寡婦有私生子的情形  
 
所有出生於 1856-1920年且沒有再婚的寡婦共 24人 
成為寡婦的年紀 寡婦的人數 
小孩出生的人
數 
私生子的人數 
24歲及以下 5 9 0 
25-29歲 2 6 0 
30-34歲 1 3 0 
35-39歲 8 28 1 
40-44歲 8 42 0 
總數  24 88 1 
註「本表採借自Wolf �1980: 228, 表 16.13〈本表中的 24位寡婦都來自新竹
縣文人家庭中的 218女性之中〈 
 
表 8「本文使用戶籍資料中文人功名種類統計  
功名種類  人數  
進士  0 
舉人  2 
貢生  6 
例貢生  1 
監生  2 
廩生  5 
增生  1 
儒學生員
�附生  
25 
曾習漢學
�詩社  
2 
  
總數  44 
  
註「本表由吳映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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